
刘易斯转折点

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
) ) ) 关于中国社会保护的若干特征性事实

蔡   昉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城镇就业的持续扩大, 使城乡居民从就业

收入的增长中分享了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与此同时, 由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 对普

通劳动者和家庭的社会保护机制尚不健全。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一方面, 居民大大提高了

对更加充分、均等的社会保护的制度需求; 另一方面, 一直以来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 正在

转变为提供更多、更好、更均等的公共服务, 进而加强对城乡居民社会保护的激励。从劳动立法、

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包容性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角度进行的经验分析, 验证了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政策反应。在对未来一段时期公共政策走向进行预测,

并概括关于公共政策乃至政府职能重点向社会保护转变的若干特征性事实的基础上, 作者给出了

提高地方财政能力等相应配套改革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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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 1978 ) 2008年的改革开放期间, 中国实现了年平均近10%的 GDP 增长率和81 6%的人均

GDP增长率。这个高速经济增长以及相伴随的产业结构变化, 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改变了

就业结构, 城乡居民通过扩大劳动参与率和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而受益。在同一时期, 以不变

价格计算,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了 61 9倍, 年平均增长率为 71 1% ; 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

配收入提高了 71 2倍, 年平均增长率为 71 2% (图 1)。在高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政府也实施了

大规模的农村扶贫项目, 并在推动城乡就业扩大的同时, 加强了劳动力市场规制, 初步建立了

社会保护机制, 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提供了基本安全网。但是, 总体来说, 政府在这个

时期的积极作用, 主要体现在推动经济增长本身, 政府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 虽然并非

乏善可陈, 但是并不像在经济领域那样引人注目。

无论是中外学者还是中国领导人, 在肯定了作为经济发展绩效的自然结果 ) ) ) 社会发展方

面成绩的同时, 也都观察到了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 以及该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及其相关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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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风险。¹ 一个广为引用的官方说法是, 国际经验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显示, 中国当前所

处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是一个社会风险高发期。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大量地反映在社会

保护机制的不健全、不充分上。按照社会保护通常所包含的内容, º 我们可以把存在的问题概括

如下。第一, 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成绩来说, 社会发展严重滞后, 造成实际社会保护水平与需求

相比严重不适应。第二,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从而构建社会保护机制方面的作用, 不像在推动

经济发展方面那样有力。第三, 城乡居民在获得包括社会保护在内的公共服务的权利和机会上,

存在巨大差异。可见, 除了社会保护整体水平尚低之外, 这个领域存在问题的核心在于城乡居

民之间在享受公共服务上的巨大差异, 导致对农民、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会保护缺失。

图 1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指数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5中国统计年鉴6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历年)。

在解释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差异,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偏向政策, 以

及歧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倾向时, 一种理论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 认为发

展中国家农村居民人数虽然众多, 但居住分散, 在集体行动中也容易产生免费搭车现象, 在政

策制定中的影响甚微。因此, 政策往往向城市居民倾斜。» 另一种观点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

看到了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必要性, 因而是把城市偏向政策作为一种加快发展的战略手段加以实

施的。¼ 可见, 社会保护中的不充分和不均等, 不仅是政府财力的制约, 还有政府供给的激励问

题, 而这些问题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 揭示上述政策倾向受发展阶段影响,

对于判断中国社会保护政策变化趋势, 将会有所助益。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不遗余力, 而且效果显著 , 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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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型政府的典型案例。¹ 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地方政府的财政动机着眼, 解释这种政府

行为。º 如果我们从中国特有的政府体制出发, 扩展发展型政府等有关假说, 不仅可以更加令

人信服地解释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激励, 更有助于解释在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之后, 社

会保护政策上出现的新趋势, 进而对中国社会保护的前景做出可信的判断。本文将论证, 在出

现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 激励中央和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机, 将相

应地转变为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进而提高社会保护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的动机。

本文的其余部分将按照以下方式组织。第二部分描述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经历的一个重

要阶段 ) ) ) 刘易斯转折点, 以及给劳动力市场格局带来的新变化。第三部分讨论在刘易斯

转折点到来的条件下, 政府职能将向加强社会保护的方向变化, 同时阐释这种转变的激励

机制。第四部分通过对社会保护的经验研究和叙述, 论证这个政府职能转变假说。第五部

分进行总结, 对中国社会保护的若干特征性事实做出一般的概括 , 并就改革的主要方向和

领域提出政策建议。

二、刘易斯转折点与劳动力市场格局

改革开放之前, 长期的城乡分割, 特别是在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条件下, 农业中积淀了大

量剩余劳动力。不过, 由于激励机制的缺乏, 农业劳动中 /大锅饭0 盛行, 劳动力剩余并没有

显现出来。实行家庭承包制后, 劳动监督中的激励问题得到解决, 农业生产积极性得以激发,

劳动力剩余现象开始严重显现。对 20世纪 80年代中期的估计, 农业中大约 30% ) 40%的劳动

力是剩余的, 绝对数约为 1亿到 11 5亿, » 这种现象持续到 1990年代。¼ 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

剩余劳动力在 1980年代首先大规模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进而, 随着城市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在 1990 年代的加快发展, 束缚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逐步被打破,

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显著特色。这使得中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发

展, 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同时, 可以用刘易斯始创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加以刻画。½

20世纪末和 21世纪初, 在中国争取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进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获得了国际竞争力, 更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形成人类和平历史

上最大规模的迁移现象。¾ 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 截至 2008 年底, 全国从事非农就业 6个月以

上的农民工总量为 21 25亿人。其中, 跨乡镇流动就业的 11 4亿, 占农民工总数的 621 3%; 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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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范围之内从事非农就业的 8500万人, 占农民工总数的 371 7%。¹ 2009年外出农民工总数进

一步增加到 11 45亿 (表 1)。在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递减, º 以及经

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持续扩大的背景下, 这种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必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

显著减少。»

表 1 外出农民工和城镇就业的数量及增长速度

年  份
农民工 城镇就业

人数 (万) 年增长率 ( % ) 人数 (万) 年增长率 ( % )

2001 8399 71 0 23940 31 4

2002 10470 241 7 24780 31 5

2003 11390 81 8 25639 31 5

2004 11823 31 8 26476 31 3

2005 12578 61 4 27331 31 2

2006 13212 51 0 28310 31 6

2007 13697 31 7 29350 31 7

2008 14041 21 5 30210 21 9

2009 14500 31 3 31312 31 6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5中国统计年鉴 ( 20 09)6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 9年;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

查司: 5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6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历年) ; 2 009年数字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5关于

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6 ,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

2 010年。

在20世纪90年代末, 中国城镇就业遭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低迷的严重冲击。当时

许多城市企业陷入困境, 国有企业被动地进行了激进的就业制度改革, 即一部分长期享受 /铁
饭碗0 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 遭遇了失业和下岗。然而, 那次严峻的就业冲击也加

速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在政府积极就业政策的帮助下, 更加多样化的就业渠道最终吸纳了失

业和下岗职工, 化解了长期存在的冗员问题, 使大多数受冲击职工实现了再就业。从表 1 中的

第三、四列数字看, 不包含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就业始终稳定增长, 但是, 就业结构却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 各种新兴部门乃至非正规部门成为吸纳城镇就业的主体。¼

为了缓解 20世纪 90年代末的就业压力, 从1999年开始, 高等学校大幅度扩大了招生规模,

并持续至今。1998 ) 2008年期间招生数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81 8% , 比 1988 ) 1998年期间 41 9%
的年增长率高出 131 9个百分点。2008年普通高校招生人数达到 608万。扩招的结果必然是新增

劳动力中高校毕业生比重提高, 即每年有一个日益增加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寻求就业岗位, 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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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改变了整体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构成。2009年, 全国有 611万应届大学毕业生, 其中很大部分

需要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 同年在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求职的劳动者中, 有 91 4%是应届大学毕
业生。

随着经济增长导致城乡就业的扩大, 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冗员的隐蔽性失业

现象逐渐被消除, 并从 2004 年开始出现了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在 2010 年成功地应对了

金融危机并实现经济复苏之后, 这个劳动力短缺现象更加突出。与此同时, 普通劳动者的

工资显著提高。在图 2中, 我们给出了粮食生产中雇工日工资, 农民工、制造业和建筑业

月工资, 可以发现所有这些部门, 以 1998年不变价计算的工资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 而且

2004 年以后的提高速度明显加快。按照刘易斯的定义, 这就是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

给增长速度的转折点。

图 2  几个部门的工资水平变化

    注: 粮食是指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作物的平均。

资料来源: 粮食雇工工资系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 5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6 历年数据计算得

到; 制造业和建筑业工资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编: 5中国劳动统计年鉴6

历年数据计算得到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农民工工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5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

鉴6 历年数据计算得到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关于中国是否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 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都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

意见。在赞成的意见中, 笔者及其同事做了大量经验研究, 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证。¹ 学

术界否认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意见中, 表达观点的居多, 而经验研究的文章比较有限。º

政策制定者则认为, 承认刘易斯转折点, 就意味着否定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这个基本判断, 担

心就业及其对劳动者的保护在中央政府的优先次序中降低位次。实际上, 这种担心是不必要

的。» 下面, 我们可以从不同劳动者群体的角度, 具体分析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 中国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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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面临的就业和社会保护挑战。在经历 2008 年和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中央政府提

出关注三个群体, 即农民工、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实际上, 这三

个群体面临的就业困难性质不尽相同。

首先, 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 农民工日益成为城市部门具有刚性需求的劳动力

供给来源, ¹ 但是, 他们成为周期性失业的潜在承受者。在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冲

击期间, 农民工从大规模返乡, 到回城寻找工作, 再到出现新一轮民工荒, 反映了其就业受经

济周期影响的程度。尽管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愈益改善, 特别是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工资

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但由于他们没有获得打工地的城市户口, 因而面临着社会保护不足的困扰,

就业和收入不稳定, 社会保障覆盖率畸低, 在遭遇就业冲击时难以获得就业扶助。根据国家统

计局 2009年的调查, 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为 91 8%, 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为 131 1% , 而

参加失业保险的比例只有 31 7%。º

其次, 城镇就业困难人员, 特别是那些经历过下岗失业, 在政府帮助下重新就业的城市劳

动者, 虽然作为城市户籍人口, 可以享受较多的政策扶助和社会保护, 但是, 由于在特殊的年

代中形成的人力资本禀赋, 使得他们在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环境时遇到较大困难, 将长期处于

结构性和摩擦性自然失业的威胁之下。由于失业保险金乃至最低生活保障补贴的发放, 是按照

社区进行的, 在这类低水平社会保护的获得上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 由于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

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 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水平仍然偏低, 依然处于社会保护不足的境地。例

如, 由于近 1/ 3的城镇劳动者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 » 2008 年城镇就业人口中, 只有 541 9%参
加了基本社会养老保险。

最后, 作为青年就业群体中越来越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失业率高等现

象,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虽然大学生就业困难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了, 即很多大学生就业于

非正规部门, 就业不稳定且收入低, 缺乏社会保险, 因此, 事实上他们并非没有就业, 而是就

业满意度低。不过, 大学生就业困难及社会保护不足的问题确实存在, 例如, 根据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估算, 大学专科毕业生的调查失业率为 8%, 本科毕业生为 61 1%, 皆高于

平均 51 2%的城镇平均水平。¼ 此外, 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一个连带问题是, 许多大学毕业生虽

然在城市居住下来, 却不能获得工作地的户口, 因此被许多社会保护项目所遗漏。由于收入低,

又不能享受城市保障性住房, 许多毕业生聚居在城市某些社区的简陋住房中, 形成一个缺乏社

会保护的城市边缘人群体。

三、政府职能、政府作为及其转型

如果说通过经济增长劳动者增加了收入, 城乡居民从而提高了生活质量, 主要得益于劳动

力市场的发育并推动就业的扩大, 那么旨在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降低

劳动者面对的就业和生活风险的社会保护水平的提高, 则有赖于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政

府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及其效果, 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可。这种积极作用能否转换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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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领域, 关系到在经济发展新阶段上, 人民群众对社会保护机制提出的要求能否得到满足,

从而关乎社会乃至政治稳定。

对于改革时期中国政府在推进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有两类研究。一类研究是对市场经

济条件下政府应该履行怎样的经济职能进行了大量的规范性阐释, 另一类是对改革过程中政府

特别是地方政府实际扮演的角色进行实证性描述与概括。许多学者都发现, 中国政府特别是地

方政府深深地介入了经济发展过程, 甚至扮演着企业、公司的角色, 同时揭示了其背后的财政

激励作用。¹ 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的条件下, 有着强烈的发展本地经济的动机, 因而尝试以有效

率的方式最大化发挥政府职能, 被另外一些学者概括为竞争型政府。º

然而, 仅仅从财政激励上理解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动机是不够的。从最初决定进行改革,

到实质性地推进各项改革,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都把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改革合法

性的根本保障, 从而形成了一整套针对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绩效的考核、监督和激励制度。这种

关注经济发展的政府类型, 除了提供公共物品之外, 还从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目的出发, 经

常直接介入经济活动。这种政府行为虽然遭到许多批评, 但是, 其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

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并且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 其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因此, 我们甚至可以

说, 一种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能转变方式正在形成。

一些西方学者正确地认识到了中国地方政府的特有作用。» 但是, 仅仅把中国政府区分

为中央和地方两种类型, 还不足以完整认识和解释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长和改革中的作用,

尤其无法预见政府职能未来的变化方向。实际上, 发展型政府在中国的作用机制 , 是通过

三个 / 政府0 类型之间的协调和博弈展示出来的。这三个 /政府0 分别是: ( 1) 作为最高

决策层的中央政府 ) ) )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 我们简称其为 / 中央0; ( 2) 作为执

行层的中央政府部门 ) ) ) 各个主管部委 (总局和局、办) , 我们简称其为 / 部委0; ( 3) 执

掌一方的地方政府, 特别是省级和市级政府, 我们简称其为 /地方0。改革开放期间, 在中

央总揽改革、发展和稳定全局的前提下, 地方与部委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划分, 充分展示了

发展型政府的特征及其变化。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 财政包干、财政分灶吃饭等分权改革, 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激

励, 调动了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与此同时, 中央财政能够进行转移支付的能力大大减弱,

因此导致相应的宏观协调缺失。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扩大, 缩小地区之间财政能力差距、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吁求十分强烈。分税制改革因应了这种要求, 强化了中央财政能力, 解决

了相应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中央进行转移支付, 提高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弥补了

地方政府社会保护不足的缺口, 并通过实施区域发展战略, 提高了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均

衡水平。可以说, 以经济增长为政府主要目标的时期, 这种财政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必要

的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 总体效果是积极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 许多社会福利都是由企业或单位提供的, 形成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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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即国家做出各种生产决策, 而单位在小范围内提供社会服务, ¹ 从终身雇用制 (铁饭碗)

对社会化失业保险的替代、企业承担公费医疗和职工困难补助等及国家出资的企业养老, 直到

企业分配住房、解决职工子女入托, 甚至开办义务教育。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 特别是为了减

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负担, 厘清经营性亏损和政策性亏损, 进而搞活国有经济, 相应的社

会服务逐渐从企业剥离出来。但是, 企业从社会责任中摆脱出来之后, 并不意味着政府以公共

服务的方式, 完全接续了相关的社会责任, 从而实际上留下了社会保护不足的体制性缺口 (如

图 3所示)。这个缺口既是由制度衔接问题造成的, 也与一定的发展阶段有关。因为在这个时

期, 地方政府集中资源发展经济, 用于社会发展的资源有限。不仅如此, 由于面临着计划经济

时期留下来的庞大遗产成本, 政府财政能力不敷应付。

图 3 社会保护与改革及发展阶段

不过, 无论是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还是继续借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无疑是具有符合

发展阶段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理性的。中国领导人在改革伊始就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经济作为改革

获得最广泛支持的前提, 通过做大馅饼使群众从改革中获益。此外, 保持社会稳定也是获得群

众支持, 保证改革和发展顺利推进的关键。º 因此, 一方面, 在劳动力市场发育过程中, 解除规

制的改革方式与制定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改革方式并重; 另一方面, 通过让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

继续承担社会责任, 对劳动者进行社会保护。这类责任包括: 工会履行困难职工的救助职能;

劝说企业在遇到经营困难的时候尽量不解雇工人; 保持原有职工免受劳动力市场竞争, 并维持

制度性工资水平。»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是 20世纪90年代末遭遇就业冲击时, 国有企业所承担的责任。当时

出现了计划经济时代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失业现象。由于失业保险制度尚不健全, 积累的失业保

险基金不敷使用, 中央政府要求在企业一级成立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 并提出由政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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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当时积累的失业保险金) 和企业, 按照各 1/ 3的比例共同负担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补贴。虽

然实际上企业直接负担的费用没有达到 1/ 3 (如 2002年是 171 2%) , 但是, 企业承担着接续下岗

工人的社会保险, 以及提供就业培训、岗位信息等帮助实现再就业的职责。¹

图 3 中所示的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 社会保护水平将有一个实质性的提高, 主要地也

不是由于政府财力的增长, 而是与提供公共服务激励有关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刘易斯在观

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欧洲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劳动力短缺时, 感慨于随之发生的一

系列变化, 特别指出集体谈判等劳动力市场制度, 不再因对人口过剩的担忧而受到限制。º

而在理解前述中国政府作为发展型政府和竞争型政府行为的前提下, 考虑到经济发展阶段

的实质性变化 ) ) ) 刘易斯转折点, 可以通过蒂布特模型来理解政府职能转变的原理。蒂布

特通过构造一个迁移者 /用脚投票0 的模型, 解释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 , 尝试找

到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市场解。» 这个假说的含义是, 由于迁移者对于由地方政府

支出提供的公共服务有特定需求和偏好 , 他们会根据一个地区或社区的公共服务提供水平,

选择自己的迁移目的地。反过来, 地方政府如果对本地居民的数量具有特定的需求和偏好,

则会通过调整自己的公共服务供给行为, 尝试吸引或排斥迁移者。

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 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使得劳动者不是公共政策制订的关注重点,

或者说对他们的关注仅仅通过吸引更为稀缺的投资资金, 并为此而不遗余力地扩大基础设施投

资规模, 从而以增加就业机会表现出来。与此同时, 由于 1994年分税制改革给予中央政府更充

分的财力, 使其有能力承担社会保护的必要职能。特别是在应对 20世纪 90年代末就业冲击期

间, 中央政府实施了积极的就业政策, 并基本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 城市居民得以被安全网覆

盖。21世纪以来, 在均等公共服务的政策理念之下, 以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为核心内容的公共

服务迅速向农村延伸。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 随着劳动力短缺逐渐构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对于劳动者的关注,

则会越来越多地直接体现在政府政策取向上。这个倾向在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自

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 并逐渐蔓延到全国以来, 响应中央政府 /以人为本0 的

科学发展观, 地方政府逐渐在关于劳动者权益等问题上具备了政策自觉性和主动性。如果说以

前仅仅把对本地劳动者的社会保护作为自身职能和责任的话, 政府越来越把这种保护延伸到农

民工身上。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 越来越像蒂布特所描述的那样, 通过公共服务内容、水平和

方向的调整, 提高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其提供这类公共服务的激励, 也越来越接近刘易斯转

折点之前对待招商引资的程度。这种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型, 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和

优点。

首先, 这个转型符合政府职能转变的正确方向。归根结底, 本源意义上的政府职能不是直

接推动经济增长, 而是提供公共服务, 并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即使是作为发展型政府, 在

新的发展阶段并面对着更高的社会保护要求的条件下, 为了发展的可持续性, 政府有更强烈的

动机, 更多地运用公共服务供给这个手段, 吸引人力资源, 达到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目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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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资源是有限的, 更多地转向社会保护等公共服务, 必然减少直接经济领域的干预。虽然目前

产生政府不恰当职能的基础尚未被消除, 然而, 一旦地方政府尽享新型政府职能的好处, 直接

干预经济活动的传统职能将被逐渐放弃。

其次, 这个转型是地方政府因应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启动的, 因此, 由此而提供

的社会保护水平是发展阶段所内生的, 不会形成过度供给或过度保护的问题。穆勒曾经警告社

会救助会产生两种结果, 一种是救助行为本身, 一种是对救助产生的依赖。前者无疑是有益的

结果, 后者则在极大程度上是有害的, 其危害性之大甚至可能抵消前一结果的积极意义。¹ 大量

经验表明, 处理好这两个结果之间的分寸, 既重要又微妙, 构成一个 /穆勒难题0。Lindbeck用

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描述了一个现代版的穆勒难题: 在社会保护项目中, 把个人贡献与受益挂

钩, 固然有助于解决上述依赖问题, 然而, 这种项目的再分配成分就大为淡薄了。º 但是, 中国

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动机而加强社会保护, 则有最大的可能性创新出一种解决穆勒难题的机制,

或者至少在幅度、分寸上更接近于回避该难题。

四、关于中国社会保护转型的经验描述

按照刘易斯本人和其他发展经济学家的定义, 当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 从

而经济发展超越了以不变工资为特征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时, 就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

来。» 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短缺进而工资明显提高, 大约发生在 2004 年。¼ 政府特别

是地方政府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政策反应,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立法更加着眼于保护劳动者。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 5劳动法6 颁布于 1994 年。

由于当时处在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 劳动力从严重剩余的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

无论对雇主还是对劳动者而言都是最为迫切的要求, 因此, 该法并没有很好执行。最初预

期会因此法执行而遭受损失的预测情形也没有发生, 甚至被其他发展中国家视为一个有利

于发展的灵活劳动力市场的正面经验。½ 随着新的发展阶段对劳动者保护的需求增强,

2008 年同时开始实施三个与就业有关的法律: 5劳动合同法6、5就业促进法6 和 5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6 , 分别对签订劳动合同、加入社会保障、禁止就业歧视和建立和谐劳动关系

各个方面做出规定和规范。虽然在颁布之后中国实体经济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地方

政府适当放松了一些条文的执法力度, 但是, 法律的约束性大幅度规范了企业的用工行为,

提高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化水平。

许多观察者援引近年来劳动争议, 特别是与农民工有关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大幅度增加, 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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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 John H oddino tt, ÷Safet y Nets and Social Pro tection: Oppo rtunities for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Asia and Latin Amer ica, " A Backg round Paper fo r the IFPRI and Univ er sidad del Pac�fico confer ence

(÷Foster ing Growt h and Reducing Povert y and H unger in Asia and Latin Amer ica: Opport unities for

Mut ual Learning") , L ima, Peru, March 22-24, 2010.

Assar Lindbeck,÷Economic- social Int eraction in China, "pp. 113-139.

A rthur Lewis, ÷Reflections on Unlimited Labour, " in L . Di Ma rco, ed. , I 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Dev elo pment, N 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2, pp. 75-96; Gustav Ranis and John C. H . Fei,÷A Theor y o f

Economic Development, "T he A mer ican Economic Review , vo l. 51, no. 4, 1961, pp. 533-565.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许多转折端倪在此前也有所显示。因此, 按照亲历并研究过日本转折点的南亮

进 ( Ryoshin M inami, ÷T he Turning Po int in t he Japanese Economy, " T he Quar ter ly J ournal of

Economics , vo l. 82, no. 3, 1968, pp. 380-402) 的建议, 我们应该把刘易斯转折点看作一个区间。这样的

话, 我们经常也可以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观察中国的转折点。

Ministr y of F inance of India, Economic Sur vey ,2005-06 , N ew Delhi, M inistry of Finance, 2006, p. 209.



示劳动关系的恶化。¹ 其实, 这类劳动争议案件记录和报道数量的增加, 具有某种内生性, 即与

此前相比, 至少有三个因素鼓励劳动者提起劳动诉讼。第一, 由于劳动法规的颁布与宣传, 劳

动者感觉更加有法可依; 第二, 由于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和政府对于社会和谐的关注, 劳动争

议案件的仲裁和判决, 天平大幅度地偏向于劳动者一方; 第三, 一个次要但并非没有意义的因

素是, 5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6 规定了 /劳动争议仲裁不收费0, 大大降低了诉讼的交易成本。

上述因素实际上也是转折点到来后政府政策取向变化的证据。这两个变化都使得普通劳动者特

别是农民工, 更多地对那些以往采取忍耐态度的劳动争议提出诉讼。

其次, 劳动力市场制度作用加强。很多研究表明,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 劳动力市场制度

作用程度与范围是不尽相同的。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工资及其他待遇、就业条件进而劳

动关系, 更多地不再是由市场自发显示出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 而是由劳动力市场制度决定。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类似变化, 是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频率和幅度的变化趋势。该制度实施初期,

即在 20世纪 90年代, 特点是标准较低、很少进行调整、通常不应用于农民工。随着 2004 年以

后民工荒在各地普遍出现, 意味着劳动力短缺成为经常现象, 中央政府于 2004年要求各地至少

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整, 并广泛适用于农民工。各城市政府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压力, 竞相提高

最低工资水平。如图 4显示, 虽然年度间有波动, 但是, 总体来看, 本世纪以来, 2004 年以后

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的城市明显增多, 调整的幅度显著提高。在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 2009

年, 最低工资标准在各城市都没有调整。但是, 截至 2010 年 7 月就有 26个城市再次进行了调

整, 提高幅度大多在 10%以上。

图 4  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城市数和平均幅度

    资料来源: 根据城市最低工资数据库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收集) 计算得到。

第三,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更具包容性。20世纪 90年代末到 21世纪初, 城市职工的社会保

障和社会保护覆盖水平大幅度提高, 包括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全面覆盖、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对退休职工的基本覆盖、对在职劳动者覆盖率的逐步提高、城市职工和城市居民医疗保

障制度, 以及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而在 2004年以后,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工作的重

点被延伸到农村。已经实现制度全覆盖的项目, 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等,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也开始试点, 并定出了全覆盖的时间表。为了贯彻 5劳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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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6, ¹ 提高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2010年开始执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接续和转移办法。

地方政府在提供更好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方面的积极性更显突出。第一是近年来, 地方政

府在基本养老保险上的支出, 超过了中央政府的支出。第二是在一些劳动力短缺的地区, 政府

利用在金融危机时期允许缓缴和少缴社会保险费等中央政府的宽松要求, 有意识地降低了农民

工加入社会保险的缴费水平, 扩大了覆盖率。第三是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得到明显改善。虽

然中央政府早有明确要求, 但是, 由于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在地方政府, 因此, 这个问题最终

得以较好解决, 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力输入地政府的积极性。第四是政府在帮助农民工追索拖欠

工资, 仲裁劳动争议, 以及与城市户籍职工同等待遇等方面的作用大为增强, 倾向性明显改变,

亦即更倾向于农民工。

最后, 户籍制度改革速度加快。应该说, 许多研究者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的估计

过低, º 原因有两点。其一, 许多研究者仅仅观察了户籍身份的表面, 即仅仅看到大多数

进城打工者尚未获得城市户口, 而忽略了户籍制度作为阻止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制度

障碍, 以及内含不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水平的功能。如果从后一个角度观察, 不应

该得出户籍制度改革进展不大的结论。其二, 大多数研究者没有看到农村居民获得城市户

籍的增长速度也是很快的, 即使以此来狭义地为城市化做定义的话, 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也

是超常规的。2007 年, 按照 6个月以上常住人口定义的中国城市化率为 45% , 而同年非农

业户籍人口比重仅为 33%。这固然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民工及其家属尚未获得打工地的正式

居民身份, 但是, 根据国际经验, 在 33%这样的城市化水平上, 每年城市化提高速度通常

在 01 7% ) 11 8%之间, 而中国非农户籍人口比重的年平均提高速度, 在 1997 ) 2007 年期

间达到了 21 1%。由于城市政府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压力, 因而不断地降低了农民工落户

条件, 这个狭义的城市化, 或者说中国特色的户籍城市化, 主要是地方政府推动农民工获

得城市户口的实践所促成的。

五、结语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对中国社会保护的特征化事实做出以下概括: ( 1) 为了创造并获

得持续增长的源泉, 例如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潜力, 通过加强人力资

本积累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 中国政府作为发展型和竞争型政府的激励, 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

可以转变为加强对劳动力社会保护的动机; ( 2) 按照蒂布特模型, 上述转变最突出地表现在地

方政府行为上, 并且从地方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领域获得突破; ( 3) 由于加强社会保护的

愿望在根源上产生于政府促发展的动机, 最终提供的社会保护, 总体来说将确定在必要和恰当

的范围内, 并且产生相应的制度创新, 从而避免长期困扰政府在社会保护抉择中面临的穆勒难

题; ( 4) 由于社会保护的主要手段是提供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而这种行为更加符合本来

意义上的政府职能, 因此, 这种转变实际上是符合正确方向的政府职能转变。

可见,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在加强社会保护等公共服务方面, 地方政府有更强的激

励。而且, 在中央政府已经实施的社会保护项目, 一方面可以发挥纲举目张的作用; 另一

方面在可能产生报酬递减的条件下, 进一步的社会保护领域和瞄准机制 (即最佳最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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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用途) , 也有赖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判断力。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形成的中央与地

方之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关系, 使得发展型地方政府虽然有更大的激励改善对农民工的

公共服务, 但是, 在实质上推进户籍改革时, 现行财税制度却会使它们陷入财政捉襟见肘

的境地。¹ 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中的特殊结构部分即部委, 在一度承担了必要的社会保护

职能之后, 越来越陷入一个怪圈, 在从中央争取资源的过程中, 逐渐把部门履行职能的财

政资源固化, 而持续不断增加职能以获得追加资源的做法, 不仅把各种项目碎片化 , º 还

可能超越发展阶段, 人为制造出穆勒难题。

因此, 通过财税制度改革, 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比重, 使其财权与事权更加对称, 是推进社

会保护水平不断提高的关键, 也符合政府职能改革的正确方向。以财政分配关系为主要内容的

集权和分权, 在中国经济体制调整和改革中已经经历了多次反复, 正应验了古人所谓 /天下大

事,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0 的说法。那么, 一个自然产生的疑问就是, 本文所建议的财权向地

方倾斜, 会不会是这无尽反复中又一个短暂停留? 合理划分和匹配事权与财权的努力能否打破

西西弗斯循环呢?

正如本文分析所示, 以提供适度社会保护为主要内容的蒂布特式激励, 可以使地方政府回

归到公共服务这个政府职能本质上面, 超脱传统的以推动经济增长为主要任务的发展型职能。

虽然我们无法预期结果, 但是, 两利相权取其重, 这个方向与历史上历次分权都会有根本性的

不同, 显然更加符合政府职能转变的正途。因此, 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重新提出的, 以财

权与事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清晰界定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 最有希望终结在中央和地方

政府财政分权上似乎永无终止的博弈和轮回。

1责任编辑: 冯小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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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 地方政府在贯彻中发现,

发展社会事业所需资金, 主要来自地方财政收入, 而后者归根结底有赖于经济增长。可见, 在没有处

理好地方财权与事权对等问题的条件下, 倡导社会发展仍会继续激发地方政府的 GDP 动机。

在中央实施的财政转移项目中,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是: 经常性项目趋于减少而

专项资金泛滥。



dist ribut ion o f fiscal r evenue clear ly interacts w ith local reliance on non- tax revenue and the level

of categor ical g rant f 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 ith the fo rmer significant ly w eakening the

ant-i g row th effect of excessive centralization of fiscal revenue and the lat ter markedly reducing

the g row th incent ive of cent ral government subsidies.

( 8)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the Reorient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Some Stylized Facts of Social

Protection in China Cai Fang # 125#

Mass rura-l to-ur ban migrat ion and expansion of urban employment have enabled Chinese

people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and part icipate in Chinaps econom ic g row th. While the pace of

grow th has been fast, social development has lagged behind. This phenomenon has left ordinary

w orker s and their households social ly less protected during the tr ansit ion o f the Chinese

economy . T his paper argues that as the Lew is turning point is reached, the incent ives driving

government po licy have changed. A s cit izens voice st rong demands for equitable public servic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ps focus on st imulat ing economic grow th in the refo rm period before the

turning point has shifted to supplying bet ter public services. Consequent ly, no t only has social

pro tection been st reng thened, but the funct ion of g overnment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an

economic grow th-or ientat ion to a public service-orientat ion. It then of fers an empirical test o f this

verdict by narrat ing the experiences of labo r- related legislat ion, format ion of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more inclusive social secur ity building, and hukou system reform during the turning

point . T he paper concludes w ith a generalizat ion of the sty lized facts on social protect ion and

future tr ends in China dur ing its tr ansit ion, and an indicat ion of the direction and main ar ena for

necessary futur e reforms.

( 9)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Found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 Dual System of Civil Law

Zhu Yan # 151#

The civ il law sy stem is divided into an internal and an ex ternal system. T he value o rientation

of the inter nal system guides the ex ternal sy stem, w hose components ( concepts, norms and

institutions) serve as a vehicle for the internal system. As the social foundat ion changes, the

internal sy stem of moder n civ il law has developed such basic principles as priv ate autonomy ,

pro tection of the disadvantag ed, pro tect ion of reliance interests and self- liability, principles that

have permeated into the concepts, norms and inst itut ions o f the ex ternal system. T he

fo rmulation o f the Chinese civil cod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give due w eight to the constr uct ion of a dual sy stem of civil law . By def ining ÷per son" in civil

law , clar ifying the expression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stems in bo th the law o f real rights

and the law of obligat ions, and exam ining f law s in specif ic branches o f civil law , w e endeavor to

advance the fo rmulation of Chinaps civil code.

( 10) The Internal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f a Poetry that Expresses Ideals

Song J ianhua # 169#

Negation and denunciat ion o f poet ry that expresses the poetps ÷w ill" or÷ideals" w as a marker

of Chinese literatureps modern t ransformat ion. Follow ing the emer gence of M ay Fourth new

literatur e, how ever, such poetry w as not only not cast out of the aesthet ic can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ut receiv ed leg itimate tr ansm ission by virtue o f Western discourse. Whether

moder n Chinese w riters were expressing enlightenment ideals of saving the nat ion or vo icing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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